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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强
实习生 牛益彤

作为一名高三班主任，张荃面临的问

题是，她要处理的文件越来越多。

最近，她收到一份关于不文明交通行

为整治的通知，发通知的是县教育体育

局。根据通知，她所在的城市将重点查处

家长、学生不戴安全头盔的现象，“家长

不戴头盔，要处理我，要通报批评我。”

张荃不太理解。

一所民办学校的校长何卫公每天都要

处理类似的通知文件，其中很多与学校教

育教学并无直接关系，但他不得不遵照通

知要求，在学校里安排五花八门的“非教

学任务”。

据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不完全统计，

教师接收到的非教学任务不仅涉及“扫黄

打非”宣传教育、禁烧秸秆宣传等，还有

家庭情况摸底、强制下载各类 App、视频

学习打卡、截图拍照留痕、填表造册、卖

保险等。

作为教师，张荃没有其他选择，她必

须按要求及时完成任务。很快，张荃在全

班统计了上下学方式，并在班级和家长群

强调，骑电瓶车的学生、家长要戴头盔。

最终，张荃并未被学校通报批评。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都戴头盔了，还

是没被抓到。”张荃说，“我很想问，我们

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教书育人？”

“最多的一年，曾经收到
过接近4000份各类文件”

何卫公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

所在的学校，一天最多能收到 20 多份来

自各方面的通知，少的时候也有一两份，

寒暑假期间都会有通知。“我们统计过，

最多的一年，曾经收到过接近 4000 份各

类文件。”何卫公说，“有 35%左右是跟教

学无关的。”

这些文件主要来自镇、县、市的各个

部门，它们往往通过 OA 办公系统、QQ
群、微信群、钉钉群、打电话、发短信等

方式通知到学校，有时还会附带许多附

件，有的是红头文件，有的是盖章的通

知，有的是没盖章的Word文档。

在许多地方，处理繁杂的非教学任

务成为一名教师尤其是班主任日常工作

中必须面临的问题。在江苏某县高中工

作的张荃说，最近她刚刚带着班里的两

名学生，占用晚自习的时间，花了近 3
个小时，完成了全班 50 余人的一项答题

打卡任务。

这项任务要求每名学生完成 15 道选

择题，正确率 100%。为了不浪费更多学

生的时间，她得挨个登录学生的账号，代

替学生答题。去年，这件事是张荃独自完

成的，她断断续续花了 3天时间。

这样的答题打卡任务甚至催生出一些

“偷懒”技术，可以将学生账号、密码自

动填充到相关学习平台，并使用自动学

习、自动答题功能完成任务。

校长何卫公将这些平台分为两大类：

教育管理类和安全管理类。他告诉记者，

他所在的学校，目前有二三十个平台需要

教师参与填写或收集数据，他将一部分任

务交给相关的管理员来操作，但仍有三分

之二的平台需要教师帮忙收集数据。

在南方一所乡村小学，班主任郝明每

两周要给 40 余名学生的家长打一次电

话，提醒他们完成“安全教育平台”上

的学习任务，以应对每月一次的检查。

完成学习任务时，系统会提示家长“请

勿代做”，但家长也不得不按班主任的要

求完成。

一些家长对教师的态度开始变为讨厌

和不待见。学生们则在这个过程中目睹教

师造假。

“每个家长每周都要做，少一个人会

影响你的绩效考核。”郝明告诉记者，

“ （任务完成量） 差得多了，班主任的绩

效会被扣到最低。”

“这是典型的考评机制倒逼学校行

事。”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成都市武侯实

验中学原校长李镇西说，“而一旦考评机

制中的非教学活动占比过大，问题便自然

产生了。即使表面上看来‘素质教育’全

面开花，但有多少是真正开展或者说达到

成效的，就无从考证了。”

“各种平台系统都是要排名的，都是

要报数据的。”何卫公说，“这些数据资料

收集整理都要耗费好长的时间，很大的精

力，也严重挤占了大家的教学时间。”“最

起码一周要经历两到三次这样的事情。”

此前，因为学校“反诈宣传”任务推

进效率低，排名靠后，校长何卫公被通报

批评过。

在这项任务中，学校要让学生家长下

载相关 App。家长下载好后需截图发给班

主任，班主任汇总统计、打包，再将资料

交给学校，学校再交给反诈宣传工作领导

小组。

但对他而言，想要让学校里数千名学

生的家长都配合，并不容易。“很多家长

不配合，我们就打电话，进度慢了点，就

被通报了。”何卫公说。

更不巧的是，这学期这所学校里的一

名学生在玩家长手机时，被诈骗 10 万余

元。很快，有关部门派人来检查了学校的

反诈宣传资料，何卫公被约谈，并被批评

教育。

“这不是教育的问题，某种
程度上是形式主义的问题”

近年来，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的青年学

者易卓在各地调研时发现，教师的非教学

任务确实很多。“ （原来） 有的教师跟我

们讲，‘除了畜牧局不进学校以外，所有的

部门都进学校’。但是现在，畜牧局也进学

校了。”易卓告诉记者，“就是搞检查”。

在易卓看来，学校成为不少政府部门

的工作抓手，有两个原因，其一，教师的

文化素质比较高；其二，学校与社会的接

触面最广，这使得他们可以较好地完成相

关任务。

易卓到浙江某地教育局调研时，发现

以教育局为成员单位的工作领导小组大概

有 20 个，组长基本是县领导，而其他部

门往往通过领导小组给教育局发文，要求

配合工作。对此，有人开玩笑，“教师是

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也有

人调侃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扶贫报

表巡河……”

何卫公所在的学校，被要求进行“扫

黄打非”“扫黑除恶”的宣传，要挂横

幅，做宣传角，并将“致家长的一封信”

读给孩子听。

“小孩子就会很奇怪，黄色不是很正

常的颜色吗？”何卫公说，“讲良心话，一

个教文化、教常识的地方，教这些东西，

是不是教育适得其反了？”

易卓所在的调研团队在湖南调研时发

现，很多地方都有收新农合医保的指标，

但由于医保费用渐贵，一些百姓并不愿意

交，地方医保局就专门发文要求学校配合

收医保。

“ （文件） 下来以后，所有的教师都

要给家长打电话收医保，这是很夸张

的。”易卓告诉记者，“ （这些事） 很影响

家校关系。”

“以前教师家访，真的就是为了处理

这个学生的问题，但现在家访都是为了完

成其他任务。”易卓说，“家长就很有意

见，‘跟你没什么关系的事情，你为什么

还要做？’”

在陕西的一所小学，打疫苗、购保险

也需要通过班主任联络学生。这所学校二

年级的一名班主任李舟告诉记者，班主任

需要统计愿意买保险的人，并由班主任来

收费，“还只能收现金”。

“这不是教育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是

形式主义的问题。”易卓说，教师非教学任

务增多的问题，不能单从教育系统去理

解，“比如现在村里面的 （类似） 工作也

很多，逻辑是一样的”。

在何卫公负责的学校，教学任务本就

繁重。小学二年级至六年级一周的标准课

时是 30 节，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

有相关课时规定，必须执行。但往往当地

一些行政部门会给学校安排各方面的宣传

教育任务，“哪个部门觉得哪个东西要让

学校讲一讲，就给你下个通知、下个文

件，让你在哪一周一定要上一节课，然后

拍照上传视频，证明你做了。”何卫公说。

由于课程安排本身较满，有时很难协

调出空余课时，上级通知又要求短时间内

必须要做，学校只好临时加塞课程，一堂

教学课就这样被挤占了。易卓所在的团队

估算，非教学任务会挤占掉教师一半以上

的时间。

早在 2017 年，李镇西就在 《教育研

究与评论》发表了 《关于“较少教师非教

学工作”的调查报告》。来自 3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 2787 名小学、初中、高

中教师参与了这项调查，结果显示，普通

教师与班主任对非教学工作的负担感受最

为强烈。

调查数据显示：有 52.6%的教师没有

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基本教学任务的准

备，80.5%的教师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进行教育教学研究。

这些教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耗费于非

教学任务。“真正用于教学及相关准备的

时间在整个工作时间中占比不足四分之

一，剩下的四分之三是更为耗时耗力的非

教学任务”。

在李镇西看来，那些与教师们“考

核”挂钩的规定、任务，渐渐成为教师们

的“微负担”，点点滴滴的“微负担”聚

集起来，成了压在教师们头上的一座山。

“最能治愈我的，就是上课”

凡事要留痕，也成为班主任们身上的

“微负担”。

“一线教师愿意为教育事业奋斗终

生，但实在是被形式主义所累。”张荃

说，找孩子谈心谈话，要把谈心内容写下

来；关注公众号、下载 App 的任务完成

了，还需要截图上传。

一所乡村小学的班主任告诉记者，在

她所在的学校，班主任兼职保安，每天早

上，要换上保安服在校门口守着，并拍照

上传留档；放学继续在校门口当保安，目

送孩子放学回家，继续拍照留档；假期要

每天在家长群发安全提醒，并截图上传。

“反正现在什么都得留痕，免得出了

什么事情找上你说不清楚。”张荃无奈地

说，“为什么我的头上不长一个摄像头？”

各式各样纷至沓来的非教学任务，让

四川一所小学的校长高霖觉得，“世界上

所有的事 （好像） 都能关系到我们。”

而在所有的非教学任务中，他最为无

奈的是安全管理方面的任务，“安全第

一，教学第二”。由于相关任务过多，这

所学校不得不设置“安全办主任”一职。

“安全办主任要上传下达各种文件，

填各种报表，做各种方案预案、各种制

度。出一个事情一个制度，制度非常

多。”高霖说，比如防火、防溺水、防磕

碰、防传染病、防高坠、防食物中毒，

等等。

没有教师愿意主动承担这项任务，高

霖只好安排一位去年新来的女教师担任。

“她最年轻，看起来还比较活跃。”除了安

全办主任一职，她还需要教两个班级的数

学课。

然而没过多久，那位年轻的女教师就

不干了。高霖说，动不动就有人来检查，

检查就需要准备各式各样的材料，有时需

要全体动员，有时还要在网上填报资料，

“300 多项，一般的人都摸不着头脑，光

填报这个就把教师搞得精疲力尽。”

高霖记得，那一阵子，那位姑娘整天

不高兴，脸上也没什么笑容，他担心她出

现了心理问题。后来，高霖只好减少她的

代课时间，让她只教一个班的数学，那位

姑娘的情况才慢慢好转，但安全办的工作

仍在继续。

2022年 3月 2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

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 《全国“双

减”成效调查报告》显示：教师工作压力

和负担加重。这项调查抽取了全国各地

3564所学校的两万余名教师，70.9%的教

师呼吁减轻非教学负担。

“当教师的本职工作被非教学任务占

去一大半时，牺牲的不仅是时间，更有心

情，甚至是对教师这一职业的认同感。”

李镇西说，“教师不怕苦不怕累，怕的是

无效、无意义的苦和累。”

张荃自以为是一个心理比较强大的

人，但也经历过很多次崩溃。最近，让张

荃感到崩溃的是，她所在的城市正在创建

文明城市，她需要每周选择一个上午或下

午，到校门口打扫卫生，并被要求背诵

“创建文明城市应知应会知识”，参加相关

考试。

“最能治愈我的，就是上课，其他

的，尤其是这些杂事，我希望离我越远越

好。”张荃说，她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名

教师，她一直觉得，当班主任最能够把自

己的教育理念传递给学生。

然而，接受采访的两位校长都发现，

在非教学任务越来越重的情况下，学校教

师的心理问题正在浮出水面。

何卫公告诉记者，教师们也变得很焦

虑，有时候情绪很烦躁，一些教师陆续出

现心理问题，寻求心理干预，甚至选择辞

职不再教书。但他有时也感到爱莫能助，

自己也很茫然。“大家都没办法把精力安

安心心用到教育教学上，教学质量就受影

响。”何卫公说。

“把宁静还给学校，把时
间还给教师”

“无意义”“没有成就感”，受访的教

师大多如此形容那些非教学任务。

语文教师李舟说：“上好课是本职工

作，有成就感，但把一篇公众号 （推文）

写得让领导认可，只是在完成任务。”班

主任郝明不想把精力浪费在无意义的杂事

上，她说：“我本来是热爱教书的，但如

果总是这样耽误我的备课工作，我会没有

成就感。”

“陶行知曾提出‘六大解放’，是解放

孩子们的大脑、双手、眼睛、嘴巴、时

间、空间。我觉得，教师也需要‘六大解

放’，也是被束缚了的。”李镇西说，“恰

恰是给予宽松自由，我们的教师才会有教

育的创造性。”

为了给学校、教师松绑，面对不断加

码的非教学任务，何卫公也会想一些办

法，应付上级的要求和检查，比如把过去

的档案改掉时间拿出来用，将原本所有班

级都要搞的活动只安排几个班。

高霖也选择灵活处置非教学任务。

“有些东西能够应付的，就尽量应付，反

正就是给教师尽量腾出时间让他们教书，

让他们用心教书”。

比如，上级要求暑期教师要每天参加

巡河，高霖并没严格执行，他会在学生在

校时就提前做好防溺水教育，“偶尔检查

比较紧的话，我就安排”。

比如，为了防止投毒事件的发生，学

校厨房被要求严加管理，泡菜坛子要上

锁。“还不能一个人锁，要两个人锁，一

个人配一把钥匙，两个人同时才能打开”。

高霖并未真的遵照要求去做。但他知

道，一些学校确实如此做了。“泡菜坛子

要上锁，那锅、盘子、碗要不要上锁？”

与此同时，食堂里有 30 余种表格需要填

写，这也需要教师来完成，包括入库出库

登记、饭菜留样登记。“特别是这个出库

登记，每天吃了多少米，每天吃了多少

菜，每天吃了多少肉，每天吃了多少酱

油、多少醋。”

这学期刚开始时，何卫公就收到 7个
“开学第一课”的任务。他不知道该怎么

安排诸多的“开学第一课”，索性偷懒，

“一个班搞一个，拍个照片应付一下”。

“他 （教师） 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

但是这些事情过多之后，让教师没有时间

去思考，没有心情去思考。”高霖说，在

过多的非教学任务下，教师就像普通的车

间流水线上的一个部分，没有把他的创造

力发挥出来。

何卫公也觉得，教育讲究的是慢工出

细活，要安安静静地去陪伴、去发现、去

激励，而不是像机器一样生产。

在浙江某地调研时，易卓发现，也有

教育局今年开始尝试为学校、教师减负。

“他们把创建性活动进校园，做一个反向

考核，每年不能超过多少项，如果超过就

扣分。”易卓说。

实际上， 2019 年，教育部就提出要

为教师减负。当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

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

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该意见指出，由于一些历史的和体制

机制方面的原因，目前教师特别是中小

学教师还存在负担较重的问题，主要表

现是各种督查检查评比考核等事项名目

多、频率高；各类调研、统计、信息采

集等活动交叉重复，有的布置随意。“这

极大地干扰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

序，给教师增加了额外负担。对此，必

须牢固树立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的理

念，切实减少对中小学校和教师不必要

的干扰，把宁静还给学校，把时间还给

教师。”该意见中说。

2022 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

公室还曾发布 《关于禁止向学校摊派与教

育教学无关的“涨粉”“评比”“推销”等

指令性任务的通知》，要求各地遏制形式

主义向学校转移趋势，杜绝行政任务向校

园转嫁做法。

在此期间，一些地方发布了“中小学

教师减负工作重点任务台账”，并列出 20
项减负“重点任务”，并要求区市教育局

于规定日期前报送工作总结；一些地方

立足为教师减负，将过去分解到学校由

教师承担的志愿服务任务改由局机关承

担；一些地方叫停取消或整合部分进校

园活动。

何卫公记得，自己 10 余年前同样是

做校长，那时，文件很少，开会也不多，

每天，他可以把心放在教育上。有时，去

教室听听课，甚至亲自上课；或者约几个

孩子聊聊天，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心理

状态；或是找一两位教师谈谈话，帮他们

在教育上有更好的发展。

他还有时间看几份教育类的报纸、杂

志，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闲

下来还可以到操场上跟孩子们一起打打

球。“看到孩子们成长，看到学生进步

了，这个时候就是最幸福的。”

如今，李镇西再回想起来多年以前的

教育生涯，总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又心疼

现在的年轻教师。

41 年前，他刚刚成为语文教师，还

担任班主任。那时候，没有教学以外的形

式主义的任务摊派，也没有接二连三的红

头文件，没有名目繁多的检查，也没有填

不完的表格，没有学不完的安全知识，也

没有“痕迹管理”。

“那时候，老师也关心孩子的健康和

安全，但不用时刻担心学生的安全，更不

用在放假后还担负起‘巡河’的责任。”

李镇西说，“那时的教育很简单。简单

到，教育，就是教育。”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荃、何卫公、高
霖、李舟、郝明均为化名）

他们想安安静静地教书

□ 郭玉洁

大约3年前，我接触了MBTI人格测
试，很快被这个测试精准、细微的描述征
服，把它发给我所有的朋友。很长一段时
间里，我成了它的痴迷者。

尽管承认“科学至上”，但背地里，
每个人都有没那么科学的看世界的方法。
在我的朋友中，有人研究命理学，有人热
衷星座，有人会查阅今年木星落在哪个宫
位判断运势，这些我都不信。我有一个双
胞胎姐姐，我们出生于同一个产房，前后
只差5分钟，我们有完全相同的星座和生
辰八字，性格却截然相反。当我把这个例
子摆出，一个信星座的朋友大惊失色。

我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方法论正名，
称MBTI是一个心理学测试，是有科学性
的。事实也确实如此。MBTI全称为迈尔
斯 - 布 里 格 斯 类 型 指 标（Myers- Briggs
Type Indicator），是由美国作家伊莎贝尔·
布里格斯·迈尔斯和她的母亲凯瑟琳·库
克·布里格斯共同制定的一种人格类型理
论模型。测试由 4 个维度组成，分别是

“外倾/内倾”“实感/直觉”“思维/情感”
“判断/知觉”，两两组合后，将人格划分
为16型。

但是心理学专家也说明，MBTI测试
一直有重测信度不高的问题。在心理学
界，大概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
MBTI代表的人格类型测验已经逐渐被人
格特质测验所取代，人格特质测试不把人
格分类，认为人与人的差异不是本质的，
而是程度上的。

但 MBTI 测试对我的重测信度很高，
不管怎么测，我的结果都是 INFP 型人，
即内倾、直觉、情感、知觉。百度百科告
诉我，INFP 型人大概占人口的 1%-5%，
是人群中的少数。“INFP型人特别敏感，
对事物的感受也非常深。有些INFP型人
全神贯注于精神世界，对于世俗的一切和
那些组成日常生活的要素关心程度不高。”

这只是MBTI世界的冰山一角。当我
去知乎、豆瓣搜索，发现了一群把MBTI
玩得出神入化的人。他们创作了各种段
子、梗图，演绎不同人格之间碰撞的场景
与瞬间。李安被称为典型的 INFP 型人，

他在一个采访里说，“生活上的事我一直
不是很灵光”“不是做了大导演才这样，
一直是这样，我好像一直生活在另一个世
界”。我截图发了朋友圈，说“狠狠共情
了”，这天，我刚刚把一个喝完了的奶茶
瓶一路从学校门口拿到了位于 5 楼的宿
舍，在被提醒“你怎么把垃圾又拿回来”
时才恍然大悟。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被理
解，以前的人生中，这类事件常被人看
作“笨”“反应慢”“心不在焉”。

这套测试很快成了我认识自我与他
人的工具，我不断打磨“模型”、细化

“指标”，以至于，我能够在认识不久后
就判断出这个人的 MBTI 类型。我认识
的几乎所有INFP型人都喜欢一个歪头笑
的动作，遇到另一个总做出这个动作的
人，我问他，你是INFP型人吗？嘿，果
然。我又增加了 A 型和 T 型的维度 （网
络流传的 MBTI 测试加强版，从外在表
现看，A 型人相对更自信，更有攻击

性；T型更易被外界影响，更温柔）。我
也很快把 N 和 S 作为交友的重要分界
线，我和 S 型人的对话常驴唇不对马
嘴，无法产生精神共鸣。我甚至进入了
豆瓣的NF型人小组，在知乎上关注了专
门研究 MBTI 的博主。我研究出了一套
交友规律，4 个字母一半一致的人，是
最容易合得来的，其中“N/S”必须一
致。在这个过程中，我发展出了一套隐
形鄙视链，NF 型人是我欣赏的，EN 型
人会是我喜欢的，IS 型人是可以一起玩
的，而ES型人则是我要敬而远之的。

这个看似严密的体系曾让我找到归
属感、掌控感，似乎我的所有感受都可
以找到归处。但它很快出现了毛刺：我
高中时最好的朋友被测为ESTJ型人，我
们已经认识10年，网络解读告诉我，这
是我这型人最需要远离的人。我当然没
把这句话当真，但也暗自为我们交往中
的压力感、隔膜感找到了出口：我们看

不同的电影，有不同的圈子，后来一次
见面时，我们大吵一架，我说她太强
势，她说我总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最
后，她说，你为什么总是提那 4 个字母
的东西？为什么总是揪住这个不放？你
是想证明我就是理解不了你，我们就是
合不来吗？

那天我们聊了很久，互相反思。把
种种分歧像石头一样搬开，看到的只是
两个互相在乎的人，她们陪伴彼此度过
了青春期最灰暗的时光，在学校的楼道
里分享所有秘密。或许 MBTI 认为她们
本“不应”合得来，但这又怎样呢。

这是MBTI无法触及的角落，是人际
关系中的褶皱和复杂之处。如果说我所知
的MBTI体系是一个看似严密的系统，可
以帮我理解人，但它存在一些好笑的偏
差：发现一个我曾经很讨厌的人也是IN-
FP型人，发现我的一个INFP型人朋友竟
然喜欢去酒吧蹦迪，发现一个和我有精神

共鸣的人是 S 型人。更多的 bug （缺陷）
来自这个系统本身，读书期间我受伤骨
折，一个和我MBTI不太合的朋友成了我
最可靠的拐杖，他扶着我上下6楼，推着
轮椅带我去打石膏，在除夕中午带着同学
来给我做饭。我们的思维方式、爱好甚至
人生观有很多不同，但我们确实是真正的
朋友。

这不只是MBTI的问题，人类有太多
这类“工具”，辅助我们认识自我与他
人。但是或许，在自我和关系的深处，有
一些角落，未曾被任何理论、玄学、定律
抵达过。就像摄像机照出了人像，却描绘
不出真正的“人”。

有趣的是，包括我在内的这么多人依
然被MBTI深深吸引了。在与之相关的评
论里，人们只批评这个测试的刻板之处，说
这是“贴标签”的幼稚行为，“人不只有16
种”，人不能轻易被装进16个“抽屉”中的
一个。但是现实中，更多情况下，16 个“抽
屉”太奢侈了，我们会被装进两个“抽屉”
中的一个：好和坏、男和女、穷和富、城里
人和农村人、学霸和学渣、某某主义者和
非某某主义者。16 种人的划分，让很多人
感受到的不是被冒犯，而竟然是被理解，
这是否是因为在现实社会里，人被贴标签
的程度，比这更武断、更甚呢？

四个字母之外

视觉中国供图徐 骏/作（新华社发）


